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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政治与区域社会
———以民国鸳鸯池水库建设为中心*

张景平

内容提要 竣工于 1947 年的甘肃省金塔县鸳鸯池水库是中国第一座大型现代化土坝水
库。鸳鸯池水库建设以解决由灌溉纠纷引发的区域社会危机为根本目标，而其立项并非
一帆风顺，主事者最终依托民国政府的西北边疆政策与抗战时期对“团结后方”的优先考
量而获取了支持。水库施工环节，地方士绅阶层积极发挥自身在区域的重要影响力，形成
以传统社会动员方式推动现代化水利工程施工的独特景观，体现出中国水利事业从传统

向现代过渡的鲜明特点。水库建设过程中，技术人员推动建立流域协商机制与使工地管
理文明化的一系列努力，对区域社会产生了远超灌溉效益之外的影响，在区域社会的现代

化历程中起到了微妙作用。
关键词 水利史 鸳鸯池水库 张心一 原素欣

作者 张景平，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西部生态安全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一、问题缘起

中国历代水利工程特别是大型水利工程，一向是学界借以观察各个历史时期相关社会问题的

重要着眼点。晚清以来，随着西方水利工程学体系的引入，一批现代水利工程得以兴建。① 与传统
水利工程相比，现代水利工程在适用性、可靠性、工程效益方面普遍拥有巨大优势，同时也具有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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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晚清以来祁连山—河西走廊水环境演化与社会变迁研究”( 18CZ068) 、兰州大学中
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 lzujbky － 2019 － kb30) 阶段性成果。本文写作中，得到了甘肃省档案馆、酒泉市档案馆各位
领导、同仁的大力支持，两位匿名审稿专家提供了中肯的修改意见，在此谨致谢忱; 口述访谈多承葛生年先生等当地长者无私相
授，他们中有多位已相继故去，在此深致怀念。

在当今水利工程学领域，“水利现代化”是一个有着特定标准的名词。参见顾浩《中国水利现代化研究》，中国水利水电
出版社 2004 年版。以相关标准衡量，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中叶的许多工程不能称为“现代”，但在基本原理与原则方面仍然符合今
日水利工程学的标准，并且与此前的传统水利工程有着本质差异。史学工作者也从实证出发，认为 20 世纪以来的中国水利事业
可逐步归入“现代”之列，参见侯玉婷、沈志忠《近代中国水利事业建制化研究》，《中国农史》2020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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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投资巨大、建设周期长等显著特点。新的水利工程体系伴随着政权更迭逐渐诞生，国家推动
下的黄河治理、张謇开创的“导淮”事业、李仪祉主导的关中水利建设即为其中代表，其间错综的政
治格局与丰富的社会图景吸引了学界的注意力。① 当前，中国近代水利史研究关注的课题主要集
中于两方面: 一是水利工程前期决策阶段各种政治、社会因素的分析，包括建设目标的确定、工程资
金的筹措、技术路线的选择等等，着眼在工程建设之前; 二是工程发挥的各种效益，包括对区域环
境、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影响，焦点在工程建成之后。相形之下，围绕民国时期现代水利工程建设过
程本身的研究尚有很大拓展空间。②

受生产力水平制约，传统水利事业偏于守成，重视对既有工程的维护管理，新建大型工程并

不常见。近一百多年来，不断兴建大型水利工程成为中国大地上的某种新常态，水利建设活动本
身已是地方政治与区域社会的重要课题。传统水利活动的社会性主要体现于日常管理维护环
节，学界所关心的水利共同体的组织原则、赋役与水权关系、水利纠纷的调处机制等皆属于此
类。③ 现代水利活动与之不同，其维护管理活动被纳入到一个由专业技术人员负责、畛域清晰的
行业性体制之中，其中所涉及的社会联带不如传统水利活动广泛。但在另一方面，现代水利的建
设过程同样涉及丰富的社会要素，尤其是近一百余年的水利建设从清末的负畚荷锸到当今的自

动化施工之间经历一个较长的过渡时期，这其中不完全是技术与工具的演化史，更涉及权力博

弈、社会动员、工地管理等诸多社会要素在新旧交替中的复杂变化。④ 将现代水利工程的建设过
程作为中国近代水利社会史的一个重要视角，分析现代水利工程建设过程中各种社会力量的相

互关系与作用机制，揭示现代工程建设过程对社会造成的不同于传统水利事业的影响，不仅有利

于深化对中国近代水利史整体演进脉络的认识，更有利于充分认识水利事业在中国近代社会演

变中扮演的角色。
中国早期现代水利工程建设滥觞于清末，初步展开则在民国时期。中国传统水利工程虽有着

辉煌的历史成就，但难以实现大规模的水量调蓄⑤; 现代化大中型水库普遍兴建，是中国水利事业

走向现代化的标志之一。受制于资金、技术等因素的限制，大中型水库建设在民国尚属凤毛麟角，
而位于甘肃省金塔县境内的鸳鸯池水库堪称其中代表，曾被媒体誉为“全国第一水利工程”⑥，作为
国人自建大中型土坝水库的发端被载入史册。
根据现代水利工程学的一般认识，鸳鸯池水库的建设过程可分为规划设计与组织施工两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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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问题重要研究成果分别参见贾国静《黄河铜瓦厢决口改道与晚清政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年版; 胡中升《国
民政府黄河水利委员会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年版; 庄安正《张謇导淮始末述略》，《江苏社会科学》1995 年第 5 期; 马
俊亚《被牺牲的“局部”: 淮北社会生态变迁研究( 1680—1949)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高禹、耿占军《制度变迁: 1930 年前后
关中地区的水利改革———以泾惠渠的修建和小型水利改革为例》，《西安文理学院学报》2011 年第 5 期; 周亚《民国时期关中传统
水利的机遇与转型》，《社会史研究》2018 年第 1 期。

对于民国时期现代水利工程建设过程的深入研究不多，主要集中于具体个案，如郑碧贤《郑泽堰: 民国县长郑献徵传奇》，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2 年版。另有刘彦文《工地社会: 引洮上山水利工程的革命、集体主义与现代化》，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18 年版，其研究时段虽然在 1949 年之后，但相关视角对晚清民国水利史研究亦有借鉴意义。

参见张俊峰《明清中国水利社会史研究的理论视野》，《史学理论研究》2012 年第 2 期。
日本学者川井悟在分析李仪祉和塔德在 20 世纪30 年代陕西关中水利工程施工中的合作时，曾指出来自西方的现代技术

与中国的人力施工传统在陕西得到了密切结合。参见川井悟《塔德和李仪祉: 关于中国近代水利土木工程的备忘录》，钞晓鸿主编
《海外中国水利史研究: 日本学者论集》，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83—200 页。不过，川井悟的有关讨论点到为止，并未展开分
析这种“结合”是通过怎样的社会运作来实现的。

中国古代水利工程中很早就有调蓄工程出现，但调蓄能力较有限，且运用不广，相关论述在水利技术史的有关研究中有

清晰说明。参见《中国水利史稿》编写组《中国水利史稿》上册，水利电力出版社 1979 年版; 汪家伦、张芳编著《中国农田水利史》，
农业出版社 1990 年版; 郭涛《中国古代水利科学技术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3 年版。

史仲:《全国第一水利工程鸳鸯池落成记》，《联合画报》总第 208 期，1947 年 9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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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目前，关于鸳鸯池水库规划与施工的全景式研究尚属阙如，仅有来自工程亲历者、水库建设技
术团队的主要成员顾淦臣撰写的回忆性文章对建设情况进行了扼要回顾。① 笔者曾在讨论河西走
廊讨赖河流域近 600 年水利史发展脉络时，以不足千字的篇幅简单介绍鸳鸯池水库的建设背景与
建成后发挥的工程效益，对规划与施工过程则未有涉及。② 本文拟对鸳鸯池水库的规划与施工过
程进行全面梳理，从政治与社会两方面对鸳鸯池水库建设历史进行探讨，重点涉及三个问题: 鸳鸯

池水库规划阶段的政治考量、水库施工过程中的社会动员、工程建设留给区域社会何种遗产。

二、团结后方: 鸳鸯池水库规划的政治考量

鸳鸯池水库位于今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与金塔县之间，因水库坝址建设于金塔县境内讨赖河

干流之上的季节性湖泊鸳鸯池而得名。酒泉市肃州区即为明清时期的肃州，位于河西走廊中部，毗
邻明长城西端要隘嘉峪关，东距兰州 700 余公里、西距乌鲁木齐 1200 余公里，14 世纪后期以来一
直是中国西北部重镇、由内地进入新疆的基地与跳板，辛亥革命后改为酒泉县。金塔县位于酒泉市
肃州区东北部 50 公里处，是河西走廊通往内蒙古西部额济纳、居延海以及蒙古国西部地区的必经
之地，也是“居延汉简”的主要出土地。金塔地区在明代曾被弃置边外，清康熙末开始移民屯田并
于雍正年间设立王子庄州同，1913 年改为金塔县。20 世纪三四十年代，酒泉、金塔两县同属甘肃省
第七行政督察区( 以下简称第七区) 管辖，行政督察专员常驻酒泉县。
酒泉—金塔地区气候干燥，年降水量普遍不足 50 毫米，蒸发量高达 1000 毫米以上，自然景观

以荒漠戈壁为主，间有依靠人工灌溉形成的肥沃绿洲，是“无灌溉即无农业”的典型区域。酒泉—
金塔地区以发源于祁连山区的内陆河讨赖河水系为共同水源。酒泉位于上游，灌溉条件优越，人口
稠密、社会繁荣; 金塔县位于下游，灌溉水源常感不足，18、19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主要依靠酒泉尚未
充分利用的部分径流维持农业发展，故人口数量以及繁荣程度皆远不及酒泉县。③ 大约从 19 世纪
末期开始，酒泉地区渠道取水方式由无坝顺河引水改为有坝拦河引水，这一水利技术上的显著变化

使得地表径流在灌溉期间被全部留蓄于上游，下游金塔地区的灌溉状况在 20 世纪初急剧恶化。④

此外，边疆形势的变化亦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清代金塔地区居民因水源不足，故未全部从事农
业，有相当数量者从事由肃州经额济纳到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地的商业贸易。⑤ 20 世纪 20 年代，
外蒙古局势发生重大变化，导致这一传统商路于 20 年代中期彻底中断。⑥ 一时间，农业成为金塔
绝大多数民众的唯一生计来源，这使得本已匮乏的灌溉用水更不敷用。
甘肃省政府对金塔县的用水需求深感同情，遂在派员调查后于 1936 年初发布训令，强制酒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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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淦臣:《鸳鸯池水库初建史》，《金塔文史资料》第 3 辑，政协甘肃省金塔县委员会 1997 年编印，第 109—117 页。
张景平、王忠静:《干旱区近代水利危机中的技术、制度与国家介入———以河西走廊讨赖河流域为个案的研究》，《中国经

济史研究》2016 年第 6 期。
参见张景平等主编《河西走廊水利史文献类编·讨赖河卷》上册，科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vii—xxi页。
甘肃省图书馆西北文献部藏 1915 年《酒金两县水系图》附注曾说明酒泉西河口为酒泉民众拦河分水处。口述史料亦可

佐证此点，参见《邢玉同访谈材料》，张景平等主编《河西走廊水利史文献类编·讨赖河卷》下册第 908—909 页。邢玉同之父为西
河口龙王庙守庙人。

《赵学谱访谈资料》，张景平等主编:《河西走廊水利史文献类编·讨赖河卷》下册，第 927—931 页。赵学谱系民国金塔士
绅领袖赵积寿之孙，自述其祖父早年曾“拉骆驼”往外蒙经商。

参见周志拯《甘肃金塔县概况》，《开发西北》第 2 卷第 4 期，1934 年 10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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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灌溉期间让出部分水源，向金塔实施“均水”①，引发酒泉方面强烈反对，酿成流域内严重的社会
冲突，史称“酒金水案”。酒泉士绅与民众认为未有成例，不但拒不执行省府命令，而且多次与前来
“均水”的金塔民众发生激烈冲突，当年即爆发数次千人规模以上的械斗; 省政府、第七区公署几番
试图调整“均水”方案，皆以失败告终。② 愈演愈烈的争水活动对区域社会造成巨大伤害，酒泉、金
塔两县隔阂日深。酒泉商人在金塔经营之商铺被迫歇业，导致金塔全县的灯油、布匹等输入型日用
品一时断供③; 而金塔之水源供给更因酒泉人士恶意劫夺而更趋恶化，酒泉民众宁可把灌溉余水放

入戈壁滩也不使其流向金塔。④ 至此，水利危机有演化为全面社会危机的危险。
在此背景下，时任金塔县县长赵宗晋与酒泉县长凌子惟于 1938 年联合提出在两县边境修建水

库的方案。他们指出，金塔灌溉水量不足并非讨赖河全部径流不敷灌溉，而是非灌溉时期的径流无
法利用，只能任其流失，故应择地修建水库蓄积非灌溉时期的径流。水库一旦建成，则灌溉时期上
游不必给下游“均水”，下游自可使用水库所蓄之水，如此两方将永消争执。⑤ 彼时地方政府对日益
严重的区域争水活动无计可施，水库不但可以根本解决金塔的水源问题，还可以使官方免于承担吃

力不讨好的“均水”任务;至于水库建设的资金从何筹措，各方一致认为: 希望上级政府予以拨款。第
七区专员与酒泉、金塔两县县长在 1939年 2月共同拟具给甘肃省主席朱绍良的一份签呈中提到:

建筑蓄水库，损自然之有余济苍生之不均，是为安静地方唯一办法，殆无疑义。惟其规模
宏大，预算之巨，似非地方所能具办。况抗战军兴以来，地方疲弊已极。非由主席垂顾，绝无成
就可能。⑥

甘肃省政府对此反应亦积极，认为经费“自当在省筹措”; 同时委托建设厅继续勘测，当年即正
式确定水库坝址应在金塔县南部的鸳鸯池一带，并开始在各类文件中使用“鸳鸯池水库”之名。这
表明修建水库已经不存在争议，各级政府在工程目标、技术路线、经费来源等关键方面也并无分歧，
工程进入建设阶段的规划环节。唯一的问题在于，当时甘肃省政府无足够财力与技术人才继续推
进。对此，时任第七区专员的曹启文表达了悲观态度。他在一份说服酒泉民众遵守省府 1936 年训
令向金塔“均水”的批示中表示，抗战已经到了紧要关头，国家无暇顾及酒泉，水库修建的时机恐怕
要在胜利后才能到来。⑦

曹启文以为的时机比设想中来得要快。1941 年，中国银行与甘肃省政府以“七三”比例合股，
成立甘肃水利林牧公司，时任中国银行负责人宋子文兼任公司董事长。该公司实质上为国家金融
资本扶植下的“投资—建设”联合体，其业务重点在于负责甘肃全省水利的规划施工，而水利建设
又明确以河西走廊为核心。⑧ 1942 年，蒋介石视察酒泉⑨; 自当年起，行政院决定每年拨专款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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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甘肃省政府关于酒金水利纠纷案业经派员详查等事给酒泉县长的训令》，张景平等主编:《河西走廊水利史文献类编·
讨赖河卷》上册，第 181—183 页。

洪文瀚:《甘肃酒金水利纠纷问题之回顾与前瞻》，张景平等主编:《河西走廊水利史文献类编·讨赖河卷》上册，第 135—141页。
《白汝珪等为请求按省府训令均水绘甘肃省政府的呈文》( 1937 年 12 月 5 日) ，酒泉市档案馆藏，历史档案 5，1 /1332。
江戎疆:《河西水系与水利建设》，西安《力行》第 8 卷第 1 期，1943 年 7 月。
宁人:《鸳鸯池蓄水库工程》，上海《大公报》，1947 年 7 月 19 日，第 2 版。
《酒泉金塔县长关于请求速修蓄水库给甘肃省政府的签呈》( 1939 年 2 月 27 日) ，酒泉市档案馆藏，历史档案 1，1 /203。
《第七区专员关于饬令酒泉金塔各界代表遵守省府均水训令的批答》( 1938年4月16日) ，酒泉市档案馆藏，历史档案1，1 /104。
佚名:《甘肃省政府、中国银行总管理处发展甘肃省农田水利及林牧事业合作办法》，《甘肃水利林牧公司同人通讯》总第

1 期，1942 年 8 月 15 日。
参见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 7册，台北“国史馆”、中正纪念堂管理处、中正文教基金会2014年版，第196—1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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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支持河西水利建设①; 1944 年，国民党五届十二中全会又确认“开发河西农田水利为国家事
业”。② 河西走廊水利建设得到了政策的加持。战前曾主持“大上海”建设计划的原上海工务局长
沈怡被任命为总经理，成为甘肃水利林牧公司的实际负责人，他运用个人声望以及较为优厚的薪酬

延揽了一大批当时顶尖的水利工程专家到甘肃服务。③

仅数年时间，河西走廊水利建设面临的资金与人才困难都大为纾缓，其背后的根本原因是抗战

中河西走廊战略地位日益凸显。河西走廊不但是抗战初期重要的国际援华通道，也是当时中国唯
一现代化石油基地玉门油矿所在地。此外，在东部诸多优良农业区相继沦陷后，河西走廊诸绿洲被
寄希望成为大后方新的粮食主产地，故水利必须先行。抗战期间河西走廊现代水利事业在政策、资
金、人才方面得到种种优待，“时势”给鸳鸯池水库工程的上马提供了难得的外部机遇。
但在另一方面，河西走廊地域广阔，东西长 1000 公里，涉及近百条大小河流，耗资巨大的现代

化水利工程不可能全面铺开。1941 年 8 月甘肃水利林牧公司成立时，总经理沈怡反对大量上马小
型水利工程，主张应集中力量“先办成一件大工程”。④ 当时在河西走廊，武威所在的石羊河流域、
张掖所在的黑河流域以及玉门所在的昌马河( 即疏勒河中游) 流域，均有经甘肃省建设厅事先勘察

过的大型灌溉工程建设计划，均可大幅增加垦荒面积，效益远在鸳鸯池水库之上。最初，沈怡倾向
在张掖地区兴办工程，曾主张“弱水( 即黑河) 两岸土地肥沃，是第一个需要我们改进水利的地
区”⑤; 其后态度转变，主张在“酒泉地区”安排相关工程。沈怡所谓“酒泉地区”并非酒泉县，系指
以酒泉为中心的甘肃省第七区。沈怡认为，第七区是玉门油矿所在地，发展水利、促进农业，可以配
合油矿，而油矿的一部分工程设备和技术力量也可就近支援水利建设; 但更为关键的是，沈氏指出

第七区毗邻盛世才集团控制的新疆，在此开发水利“复有政治意义”。⑥

此“政治意义”究竟为何，沈怡未予说明。但结合当时整体的“时势”，显然与国民政府的新疆
战略关系密切。1941 年 6 月苏德战争爆发，原本依附苏联的新疆盛世才集团开始倒向国民政府。
蒋介石认为，解决新疆问题的时机已到，遂开始调集中央系军队重兵驻防酒泉，进行入疆的军事准

备。⑦ 在此情形下，沈怡主张将水利工程部署在毗邻新疆的第七区，无疑与之相关。但即便如此，
仍然不意味着开工建设的必然会是鸳鸯池水库。民国时代的甘肃省第七行政督察区管辖地域大致
与今日甘肃省酒泉市相似而略大，面积超过山东全省，大型工程如布局在玉门( 今甘肃省玉门市) 、
安西( 今甘肃省瓜州县) 所在的昌马河流域将比鸳鸯池更为有利于新疆战略的实现，因离新疆更

近，垦荒面积也更大。此外，昌马河流域的玉门、安西两县官民吁请兴建工程的呼声亦很强烈。⑧

因此，鸳鸯池水库最终在与昌马河流域灌溉工程的竞争中胜出，还需要“时势”以外的加持。
约在 1941 年底，甘肃省水利林牧公司总经理沈怡致信甘肃省建设厅厅长张心一，谓第七区

拟建之大型工程应在昌马河与鸳鸯池之间选择一处，征求张心一的意见。张心一系甘肃临夏人，
长期在中国银行负责农业统计与农村信贷方面的工作，应邀回甘肃出任建设厅厅长后痛感地方

财力不足，遂运用自己在金融界的人脉关系，促成甘肃省水利林牧公司成立，并位列水利林牧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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佚名:《业务志要》，《甘肃水利林牧公司同人通讯》总第 6 期，1943 年 1 月 15 日。
佚名:《中央宣布开发河西农田水利为国家事业》，《甘肃水利林牧公司同人通讯》总第 26 期，1944 年 6 月 1 日。
沈怡:《沈怡自述》，中华书局 2016 年版，第 271—299 页。
《甘肃水利林牧公司会议记录》第 3 份( 1941 年 9 月) ，甘肃省档案馆藏，甘肃水利林牧公司档案，1 /21。
《公司近期业务计划》( 1941 年 8 月 31 日) ，酒泉市档案馆藏，历史档案 5，2 /1200。
《甘肃水利林牧公司会议记录》第 6 份( 1941 年 11 月) ，甘肃省档案馆藏，甘肃水利林牧公司档案，1 /21。
闫天灵:《1941—1942 年河西走廊驻军大换防考实》，《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 年第 3 期。
《二十七年河西各县拟建灌溉工程覆核报告》( 1939 年 1 月 2 日) ，甘肃省档案馆藏，甘肃省建设厅档案，4 － 3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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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六位董事之一。① 沈怡对张心一极为倚重，其初到兰州即在张心一家中暂住，业务、人事方面亦
时常与之商议。当沈怡征询工程选择时，张心一复信一封，于沈怡称字而不称衔，力主修筑鸳鸯
池水库，信中云:

鸳鸯池水库前经弟派员勘测，实属急务。酒、金地属要冲，各方观瞻俱在，而纠葛年深、情
形最迫。水库一日不成，酒、金一日不安耒耜。前方战事紧迫，后方更宜团结，金塔赵县长谓鸳
鸯池工程或当为后方团结之希望，良不谬也。……昌马河等地效益甚大、于西路国防潜在助力
更属直接，宜待鸳鸯池竣工而后举。此内外缓急使然，不可不慎。②

在张心一看来，解决社会矛盾、促进“后方团结”宜急办，大力垦荒、助力尚未发生问题的“西路
国防”宜缓办，以此强调鸳鸯池水库的优先价值。张心一不否认新建水利工程对于经略新疆意义
甚大，但强调服务抗战、确保后方安定应该放在更优先的地位。张心一的信函显然对沈怡的决策起
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不久后，甘肃省水利林牧公司即于酒泉设立肃丰渠工程筹备处( 后改为肃
丰渠工程处) ，聘请中央大学水利系教授原素欣任主任，接续甘肃省建设厅的前期工作继续开始规

划。1943 年，复成立甘肃水利林牧公司酒泉工作总站，原素欣兼站长并兼水利林牧公司副总工程
师，总管公司在河西走廊各地水利事务。③ 所谓“肃丰渠”，其实是指金塔县灌区的整体现代化改
造，其核心就是作为灌区水源的鸳鸯池水库。1943 年 6 月，水库进入施工阶段，成为甘肃水利林牧
公司唯一推动建设的大型水利工程。④

鸳鸯池水库的规划活动从 1939 年开始至 1943 年结束，规划实施者经历了从甘肃省建设厅到
甘肃水利林牧公司的转变。与民国时期其他地区新建灌溉工程多以“兴利”为目的不同，鸳鸯池水
库的规划自始至终是把“除弊”作为着眼点，即消弭酒泉、金塔两县水利纠纷，维持区域社会的基本
秩序。因此，在最终编定的工程计划书中，肃丰渠工程筹备处明确提出水库工程的目标是: 在酒泉
不实施“均水”的条件下保证金塔县现有耕地每年灌溉两次。至于扩大灌溉面积、进行垦荒，这是
下一步对灌区进行现代化改造的内容。关于工程的意义，计划书指出水库于“国家用武之际，尤可
安定后方、团结人民”。⑤ 在鸳鸯池水库的开工贺信中，第七区、金塔县、酒泉县都突出了水库在促
进“后方团结”方面的功用，似乎达成某种普遍默契。⑥ 从目前所见文献来看，张心一是“团结后
方”论最早的提出者。
鸳鸯池水库的规划工作，将切近的社会宗旨安置于抗战的大背景下，终于获得甘肃水利林牧公

司的支持而上马。地方官员如曹启文曾经把水库修建的巨大耗费与抗战的艰难局势对立起来，因
此并无争取上马的信心; 沈怡领会到蒋介石解决新疆问题的意图，决定在第七区兴建大工程; 而张

心一深知甘肃水利林牧公司成立背后的国家战略诉求首先是服务抗战，遂以“团结后方”为由把鸳
鸯池水库的规划宗旨嵌入到抗战话语中，并最终使其成为上下普遍接受的水库规划宗旨。至于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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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怡:《沈怡自述》，第 277—278 页。
《张心一致沈怡信函》( 1942 年 1 月 6 日) ，甘肃省档案馆藏，甘肃水利林牧公司档案，1 /12。
《肃丰渠筹备处改设工程处的指令》( 1943 年 5 月 3 日) ，甘肃省档案馆藏，甘肃水利林牧公司档案，1 /97。
《鸳鸯池水库计划梗概》( 1943 年 6 月 17 日) ，甘肃省档案馆藏，甘肃水利林牧公司档案，1 /98。
《鸳鸯池水库工程计划书》( 1943 年 1 月 5 日) ，酒泉市档案馆藏，历史档案 5，2 /1319。
《第七区专员为派员参加鸳鸯池水库开工仪式给甘肃水利林牧公司的咨文》( 1943 年 3 月 28 日) ，酒泉市档案馆藏，历史

档案 1，1 /219。其中以“内开”之方式引用了金塔县长、酒泉县长请求第七区专员出席水库开工仪式的呈文，均提到“团结后方”
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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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化解地方危机的真正社会效益，在其竣工后才得到了媒体的正确揭示，彼时抗战已经结束。在国
家财力有限的前提下，区域社会有关兴建大型水利工程的诉求能否实现，与主事人对国家整体战略

的体察息息相关。

三、民工征调: 现代工程的传统动员机制

鸳鸯池水库自 1943 年开工后，首先进行的是小规模的岸上工程建设，如导水墙、闸室等。这些
工作在原素欣等技术专家的精心组织下推进顺利。然而，当水库建设进入攻坚阶段即主体工程大
坝施工时，遇到了意想不到的严重困难。鸳鸯池水库大坝是根据现代水工原理设计的土坝，施工难
度颇大。首先，为取得良好的蓄水效果，坝址选在一处石质山峡中，与取土地相距较远，运输成本较
高; 其次，鸳鸯池水库大坝作为一座依据现代工程原理设计的重力坝，无论坝体的高度、厚度还是填
筑的紧实程度，皆非传统夯土建筑能比，工程量巨大，且随着坝体的增高愈到后期填筑愈发困难。
以当代眼光来看，这两点解决起来并不难，只要有一支精干的专业施工队伍、足够的自卸式卡车、少
数特种设备即可很快完工。但在鸳鸯池水库施工的全过程中，不但没有专业化施工队伍，仅有的四
辆汽车需远赴兰州等地运输水泥等“贵重”建筑材料，最为珍贵的工程机械之一是用于基坑抽水的
水泵。这意味着“现代化”的鸳鸯池水库大坝，其核心的工程用土运输与填筑工作，必须全部由“前
现代”的方式完成，需要动员大量的人力进行相关工作。①

在 18 世纪上半叶金塔地区经移民屯田重新设置县级行政区以来的历史中，鸳鸯池水库工程的
民工动员可以用“史无前例”形容。首先，此次动员的规模史无前例。鸳鸯池水库的动员是在全县
范围内进行，此前年度进行的渠道维护是金塔区域社会最大的力役需求，而水利修造由灌区各负其

责，由民间水利共同体自行组织，并不需要县级政府出面进行统一动员。② 其次，此次动员经历的
时间长度史无前例。鸳鸯池水库自 1943 年 6 月事实开工，至 1947 年 5 月竣工，历时四年，期间未
有间断; 相形之下，年度进行的日常水利活动累计不过一个月。其三，此次动员的组织复杂程度史
无前例。鸳鸯池水库工地需长期维持千人以上的施工队伍，在工作中还需细分为十一个任务类型，
需要进行不同的程序管理③，这是传统水利工作完全无法比拟的。
金塔县政府开展的动员工作，开始曾试图依托新县制实行以来日渐基层行政化的乡、保机构予

以执行。根据工程处提交的月度需工数字，金塔县政府将每月派工指标分解到各保，分解原则以各
保耕地面积为依据，地多者多派，由各保长负责本保民工的派发、集合、输送、报到事宜。工地建立
起一套完备的核算机制，各保每日缺工数量皆记录在案，由下月统一核算补征。民工到工地后编为
一大队，设立民工大队长，队下设班，每班原则上由同属一保或两保的民工组成。民工大队长常驻
工地，中山、中正两乡乡副为联络员，每月初一、十五两次到工地点验民工，协助催派。④ 此种看似
严密的民工征派机制，其施行效果并不尽如人意。金塔县人口稀少，兵役等负担极为繁重，民众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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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第七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公署甘肃水利林牧公司肃丰渠工程处协议鸳鸯池蓄水库工程征雇民工的办

法》，张景平等主编:《河西走廊水利史文献类编·讨赖河卷》上册，第 246—247 页。
《金塔县政府鸳鸯池蓄水库工程民工征集及管理办法》，张景平等主编:《河西走廊水利史文献类编·讨赖河卷》上册，第

251—2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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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库征调普遍有抵制情绪。① 且全县地域辽阔，县域北部各灌区末梢村落距离县域南部的水库工
地远达 20—30 千米，民工前往工地全赖步行或乘牛车，备极艰辛; 同时又由于水库工程旷日持久，
往往与农时冲突。如此种种，使得各保实际到工人数严重不足，缺额从 20%至 60%不等。② 土坝
填筑工作因此陷入困境。
虽然金塔县政府在鸳鸯池水库特别是民工征调方面表现不佳，但一味指责地方官员面对现代

工程麻木不仁甚至只知谋求狭隘的小圈子利益，无疑会将问题简单化。金塔县乃至整个河西走廊
县级政府的孱弱有其特殊的原因。20 世纪 30 年代，河西走廊被青海马步芳集团占据近十年，甘肃
省政府虽可任命地方文职官吏，但地方赋税上缴青海，地方治安亦由青海军队负责，故政府极为弱

势，官员亦少权威。延及 40 年代，占据河西走廊之青海军队虽撤出，但弱政府之下诸事难为的事实
并无改变，社会凋敝、治理缺位遂成为河西走廊地方的一种常态。③

正当金塔县政府对民工征调一筹莫展的时候，地方士绅开始积极介入民工动员活动。受浓厚
“屯田”遗风的影响，士绅阶层曾被刻意排斥于地方官员直接主导下的区域水利事务之外。但自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金塔士绅阶层开始领导向酒泉的争水活动，在“酒金水案”中表现出强大的组织
动员能力，绅权一时高涨。民国后期，士绅不但通过把持参议会等机构活动于政权边缘，更通过控
制县长任名义主席的县水利委员会对全县水利事务实施深度干预，而水利是金塔的核心命脉。民
国时期金塔士绅阶层的公认领袖，是金塔争水运动发起人赵积寿，可以直接干预水库工程施工的决

策环节。④

最初，以赵积寿为首的地方士绅试图在征调原则上做一些调整。县政府最初制定的征调原则
系根据工程处建议，以水库竣工后“受益面积”为依据。⑤ 士绅们则指出，金塔地广人稀，土地开垦
随意，休耕地与抛荒地难以截然区分，民众为少交税普遍有不同程度的隐匿，实际地亩数在民国以

来数次清丈中均未切实搞清，以耕地面积摊派其实很难确保公平。士绅们建议，以各保应纳田赋为
依据摊派民工，民众不至于有意见。士绅们还提出，水库位于全县灌区最上游，离工地较近的区域
处于相对上游，以后可稳定受益，而距离工地较远的区域处于灌区末梢，灌溉保障情况不如上游。
因此，由稳定受益区适当照顾偏远地区、多承担一些劳役，既合乎公平原则又体恤了边远地区民众
上工的艰苦。⑥ 这些建议均被采纳。⑦

如果不考虑具体的时代与空间语境，以“受益面积”为依据进行人力动员，这其实是中国水利
现代化中义务劳动的通行组织办法。在设计此种方案的民国工程师看来，这种方式无疑能彰显公
平。士绅们的主张则来自河西走廊传统水利经验。明代后期以来，河西走廊灌溉活动中开始出现
以田赋为依据的水资源分配以及劳役分配制度，至清中叶定型，文献称为“按粮分水”，此处“粮”系
“皇粮”之意。这种制度安排，其实是着眼于在干旱少雨而地广人稀的河西走廊，水权业已超越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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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第七区关于金塔县民众王敦化控诉鸳鸯池蓄水库工地负责人截扣征雇车辆价款虐待民夫等事给金塔县长的训
令》，张景平等主编:《河西走廊水利史文献类编·讨赖河卷》上册，第 243 页。

相关缺工数额的统计在已刊布档案资料中甚详，系统汇集于张景平等主编《河西走廊水利史文献类编·讨赖河卷》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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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鸳鸯池水库二十四年工作计划》( 1944 年 12 月 18 日) ，酒泉市档案馆藏，历史档案 3，1 /505。
《李凤栖等为请求根据道里远近改革派工办法给金塔县长的呈文》( 1945 年 7 月) ，酒泉市档案馆藏，历史档案 4，1 /1821。
《第七区视察员刘汉关于前往金塔办理鸳鸯池水库征工事宜给七区专员的报告》，张景平等主编:《河西走廊水利史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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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成为第一产权，而在事实上将田赋与水权直接挂钩。因此，以田赋数额而非耕地面积为标准摊派
水库劳役，更符合当时区域社会的一般公平观。① 此外，传统灌溉活动中，由于渠道渗漏损失惊人，
渠道下游能获取的灌溉水量往往相应递减，上游地区一般会给下游地区额外让渡一部分水权，以弥

补损耗。② 在水库劳役摊派中，由上游地区对下游地区进行某种照顾，亦体现出对水利传统的
继承。
然而，仅仅在征调原则方面进行某些优化，完全不足以确保各保民工按数量到达。部分士绅开

始直接对征调过程进行深度干预，其核心是设立催工员制度。③ 由士绅控制的县水利委员会做出
决议:“水库工程刻不容缓，应由本会委干练人才切实催派。”④催工员以保为单位实行催派，由士绅
或其宗族成员担任，其职责是通过“包干制”确保满员上工。至于如何实现这一目的，催工员采用
的方式不尽相同，有的较为人性化，但更多系使用暴力，以抓壮丁的办法搜捕、押解民工到工地，并
对拒不执行者施以私刑，造成许多极为残忍的行为，但政府对于这种行为给予了一定容忍。⑤ 催工
员制度中的这种暴力要素，与河西走廊传统水利事务中水利领袖的特权一脉相承: 为了维持水利共

同体的日常运转，河西走廊各灌区由民间推选的水利领袖可以对在年度水利修造中未缴清钱物或

未出够人工的农户“强制执行”。⑥

部分士绅对于民众征调活动的另一项重大干预是改革民工伙食费制度。民工在鸳鸯池水库工
地的劳动属于摊派性质，肃丰渠工程处负担伙食费用。⑦ 由于金塔县物资匮乏，由工程处直接采购
恐导致粮价暴涨，遂采取分散采购之法，按月将伙食款总数拨付给金塔县政府。金塔县政府根据各
保的派工情况，按比例将款项分发至各保，由各保长购买面粉，与所征调民夫一起送至水库工地，由

工地设简易食堂统一安排伙食。⑧ 这一制度很快暴露出弊病。一方面是县、乡、保层层贪墨，使得
运输至工地的粮食大大低于额定数量⑨; 另一方面是县域内偏远地区缺乏粮食市场，遇青黄不接

时，纵然有款亦无粮可买。瑏瑠 赵积寿等士绅提议，将此款项直接发给民工个人，民工各自携带口粮至
工地，准予个人或自行组合做饭。瑏瑡 统一供应食品是现代水利工地的通行原则，自备口粮则是传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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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修造中的惯例，后者显然更易被接受。在工程处的支持下，赵积寿的建议最终为县府采纳。①

在鸳鸯池水库修建的过程中，工程师与地方士绅群体保持了密切的合作，这种合作正是以民工

的组织动员为核心。原素欣麾下的年轻工程师在水库工程外协助地方改造旧渠时，即普遍懂得与
士绅阶层搞好关系，如龚玺在酒泉中渠改造中非常细致地把有关人员安排进士绅执掌的水利共同

体②，顾淦臣在改造王子庄六坪时更是明确邀请“熟悉地方情形之人士负责”，“盖农民信仰者为地
方绅士也”。③ 作为小型工程的旧渠整理尚需士绅协助，大型水库工程更是如此。原素欣指出:“工
程可否按期完工，我们只有依靠民众的理解，依靠声望人物的合作。”④

当然，“声望人物”的所作所为是否真正得到“民众的理解”，是大可怀疑的。从口述资料来看，
所有采访者均对鸳鸯池水库修建中的民工征派持负面记忆，有的老人还能背诵当年诅咒赵积寿等

人的民谣。⑤ 在 1958 年由官方编写的《河西志》中，更是突出了鸳鸯池水库民工征派的残酷，并谓
民间称其为“冤枉池”。⑥ 但依靠士绅而非地方官员的配合，鸳鸯池水库的民夫征调毕竟得到了明
显改进，土坝终于在 1947 年 5 月完工，“现代”工程最终以“前现代”方式完成组织动员。士绅阶层
运用传统资源，实现了区域社会罕见的大规模民工征调，而国民党当局下大力气建设并急剧膨胀的

基层政权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只在档案中留下大量徒为具文的历史印迹。

四、鸳鸯池水库建设的社会遗产

1947 年鸳鸯池水库竣工蓄水后，酒泉—金塔间的水利纠纷彻底平息，当年金塔县就结束了无
水可灌的历史。不过，水库建设留给地方的遗产显然不止这些。民国最后一任金塔县县长马元鹗
曾说:“鸳鸯池水库给本县公职人员都有启发，使我们设法学习科学的精神以及新鲜的工作方法，
改善我们自己的事业。”⑦在马元鹗眼中，水库建设的“副产品”同样值得重视。
如前文所论，水库修建中巨大的民工征调工作在士绅的帮助下得以顺利完成，这给金塔县当局

以重大启发。在日益白热化的国共内战中，远离主战场的河西走廊也面临日益繁重的壮丁征派任
务，金塔县在鸳鸯池水库民工征调中依托士绅、甩开乡保的动员机制成为某些地方官员眼中的灵丹
妙药。1948 年 3 月，金塔县参议会议长提议成立“丁役委员会”，明确提出“采取水库征派方式”，
将部分士绅结合进体制，在壮丁征派中充当急先锋; 甚至以“另行调查清算事实已不可能”为由，建
议直接以肃丰渠工程处 1946 年 7 月编定的各保派夫清单摊派壮丁为依据。部分士绅踊跃参加“丁
役委员会”，横行乡里，由此形成极大民愤。⑧ 在较积极的方面，由士绅主导动员的方式被金塔县政
府写入鸳鸯池水库后续扩建工程的计划，拟建立由县长任主任、士绅任委员的“工程委员会”，全面
负责民工征调活动的计划，明确各乡、保仅起辅助作用。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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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元鹗:《金塔县高等小学校迁址致辞》，酒泉《七区通讯》第 1 卷第 9 期，1947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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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水库建设，不但使县级政府“意外”增强了大规模社会动员的能力，还在流域内部初步形
成了水利协商机制。酒泉、金塔所在的讨赖河流域原本没有定期的水利事务会商，只在发生重大纠
纷后才由双方官员临时处置。鸳鸯池水库开工以来，工程处不定期组织两方主官一起开会商议民
工征调、材料购买等事，同时邀请第七区专署派员参加，后会议主题从单纯的水库事务扩展到全流
域水利事务，会期定为半年一次，事实上形成了一种流域水利事务的磋商机制。技术人员召集会商
的本意，是为了在水库建设期间达成酒泉—金塔之间的临时均水办法，避免再爆发严重冲突以影响
工程进度。① 鸳鸯池水库竣工后，此种流域性的水利事务磋商机制一直保存，并在 1949 年之后演
化为流域委员会制度，为解决日后一系列重要水利问题创造了制度条件。②

政府动员因工程建设而得以顺畅，酒泉、金塔两县因工程建设而建立起沟通协作机制，鸳鸯池
水库确实为地方政府的治理活动提供了许多新的资源。地方官员中的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水库
建设过程遗留的“副产品”需要在政府的日常行政中予以存续。鸳鸯池水库竣工时，给水涵洞出水
口悬挂金塔县政府所献“继禹云迹”匾额③，其间的隐喻或许在于，鸳鸯池水库建设者的功劳不仅在
于完成工程，亦如大禹一般树立起个人品德与社会成就的丰碑。
当地方官员试图在原有的行政框架下延续鸳鸯池水库带来的治理成果时，工程技术人员则倾

向于将鸳鸯池水库建设中经历的种种艰难视为一种经验教训。原素欣曾云:

工程处悬浮于地方，无行政权力，事事需地方协作便事事头痛。工程的反作用力大半在于
协作。一般职业官僚智识水平甚低，细微事体亦拖延旬月，更有意识贪婪者每每试探。此渠工
虽可尽力完成，而欲真实达到所谓河西开发宏图，非变更公司( 按: 指甘肃水利林牧公司) 制度

不可。如能否效法 TVA之精神，结合行政与驻军力量令行禁止，赋予各工程处实行有力动员
之权，可使技术意志迅转行动，国家拨款用得其所、免于贪渎。果能实现，公司在河西的事业方
可称不朽。④

原素欣谈话中提到的 TVA，系美国田纳西流域管理局( 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 的缩写。作
为罗斯福新政的样板，田纳西流域开发成就了 20 世纪最著名的巨型公共工程之一。田纳西流域管
理局即是为建设管理流域内诸多工程而设，是一个具有政府部门性质的流域管理机构，对于灌溉、
防洪、发电的组织协调皆具有很大的统筹管理权力。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引发中国工程界的普遍关
注。⑤ 甘肃水利林牧公司总经理沈怡坚信，河西走廊是中国除长江、黄河流域以外第三个适合引入
田纳西模式的区域。在调任交通部次长后他仍然表示，“甘肃水利林牧公司之努力，与美国 TVA之
理想近似”。⑥ 原素欣作为甘肃水利林牧公司副总工程师，抱有与沈怡类似的想法极为自然。他希
望有一个类似 TVA的机构可以“使技术意志迅转行动”，即可以使工程师的技术思路免于受到地方
官僚及原有体制的掣肘，快速付诸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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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⑥

佚名:《酒泉工作总站促成酒金临时分水办法》，《甘肃水利林牧公司同人通讯》总第 27 期，1944 年 6 月 15 日。
张景平、王忠静:《中国干旱区水资源管理中的政府角色演进———以河西走廊为中心的长时段考察》，《陕西师范大学学

报》2020 年第 2 期。
赵法礼:《赵积寿与鸳鸯池水库》，《金塔文史资料》第 1 辑，政协金塔县委员会 1991 年编印，第 180—184 页。
《甘肃水利林牧公司会议记录》第 25 份( 1945 年 6 月) ，甘肃省档案馆藏，甘肃水利林牧公司档案，1 /22。
张申府:《〈民主与大坝〉中文版序言》，大卫·利连索尔著，徐仲航译:《民主与大坝: 美国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实录》，上

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7 页。
佚名:《黄土层上的开发: 祁连山鸳鸯池水工》，《民主与科学》第 1 卷第 2 期，1945 年 2 月;《沈怡自述》，第 295—29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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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悬浮于地方、无行政权力”的工程领导机构，肃丰渠工程处确实因执行力不足而面
临诸多困难。以原素欣为代表、工作在工程一线的技术人员对“田纳西模式”的理解，其实是一个
能够避免依赖地方政府的强大技术机构，这个机构可以直接贯彻工程师的意图、高效使用资金，而
核心是“实行有力动员”。
除上述原因外，“田纳西模式”得到工程人员期盼，还部分在于可以将大型水利工程建设带来

的治理成果发扬光大。工程师不仅满足于完成水库建设，对这种建设的社会治理成果也有着明确
追求。当然，这种社会治理并非出于某种政治理念，仍然首先着眼于未来工程的要求。原素欣在接
受酒泉本地报纸《七区通讯》采访时说，日后酒泉乃至河西走廊还将修建更多水库，鸳鸯池水库可
以进行两方面的准备，第一是建立工地管理体制，第二是训练管理人员与技术工人。① 与传统水利
工程的年度修造相比，鸳鸯池水库工地确实已具备某些“现代工地”雏形。工地每天以升旗降旗作
为工作起始的标志，每日上工前除由民工大队队长点卯训话外，还有十五分钟宣读报纸新闻的时

间，使民工知晓大事。② 工地设有医疗处，可以处置轻伤和一般疾病。③ 工地监工佩戴统一徽记，
工程处对体罚活动有明文限制。④ 工地有详细的个人工分统计，每半月评选先进、发给奖励。⑤ 甘
肃水利林牧公司总部还曾试图在工地开展体操训练、定制特种岗位工服、安装工地广播等举措，终
因经费问题未能推行。⑥ 这种工地管理及气氛，在当地前所未见。在人才培养和技能训练方面，鸳
鸯池水库工地亦成为一所速成学校，1949 年后金塔县水利局数任局长都曾参与鸳鸯池水库施工，
工地被他们认为是水利工程启蒙学校，因为“以前都是上面叫干啥就干，不知道为什么干，在这里
第一次有人把为啥这水库非修不可的道理说清楚”。⑦ 20 世纪 50 年代，兰新铁路开始修建，有关
方面在吸收石工、木工参与施工队伍时，特别强调注意从金塔县招募，因为其“服务水利工程期间，
多已掌握浆砌技术”，且很多人可以读懂简单的工程图纸，而河西走廊其他地区“缺乏此类技
术工人”。⑧

工地管理体制建设和人才人员培训，对地方社会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工程建设周期。但这些影
响同时也是脆弱的，受到各种各样层出不穷的挑战，其中有的还来自支持水库建设的“盟友”士绅
阶层。为了推进工程进度，士绅通过水利委员会撤换了态度宽厚的民工大队长，继任者手段严苛，
甚至不允许民工在工作期间随时方便; 夜间为防止民工逃亡，甚至要求监工每晚将民工的裤腰带逐

一没收。⑨ 有人因此向士绅领袖央告，士绅领袖反说:“你的裤带丢了，散工回家找我要。”瑏瑠一位监
工在后来承认:“× × ( 按: 指民工) 不挖土，我把他打几下。工程科( 按: 应为工程处) 叫我不要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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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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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瑠

佚名:《致敬原素欣先生》，酒泉《七区通讯》第 1 卷第 8 期，1947 年 8 月。
葛生年第二次访谈材料。葛生年，1931 年生，酒泉市肃州区人，原金塔县水利局局长，曾参加鸳鸯池水库建设。访谈时

间: 2016 年 4 月 22 日; 访谈人: 张景平、张建成。
参见顾淦臣《鸳鸯池水库初建史》，《金塔文史资料》第 3 辑，第 109—117 页。
《甘肃水利林牧公司肃丰渠工程处关于送招募卫警姓名表及佩戴符号样式给七区专员的公函》，张景平等主编:《河西走

廊水利史文献类编·讨赖河卷》上册，第 342—343 页。
《金塔县长喻大镛关于鸳鸯池水库慰劳团慰劳奖励事宜给七区专员的电文及七区专员的处理意见》，张景平等主编:《河

西走廊水利史文献类编·讨赖河卷》上册，第 291 页。
《全省水利工地改进办法》( 1944 年 1 月 16 日) ，甘肃省档案馆藏，甘肃省水利林牧公司档案，2 /280。
谢成才访谈资料。谢成才，1930 年生，金塔县中东镇人，农民，曾参加鸳鸯池水库建设。访谈时间: 2019 年 6 月 3 日; 访谈

人: 张景平。
《兰新铁路建设中协助招募沿线技术工人的函》( 1955 年 4 月 2 日) ，甘肃省档案馆藏，甘肃省人民政府档案，1 /302。
葛生年第二次访谈材料。访谈时间: 2016 年 4 月 22 日; 访谈人: 张景平、张建成。
谢成才访谈资料。访谈时间: 2019 年 6 月 3 日; 访谈人: 张景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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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按: 指士绅，1949 年后被划为恶霸地主) 给我一个镐把子，倒提着打。”①还有一位当年的石
匠回忆:“技术员教我们用工程尺等，开始大家都很有兴趣，原来我们不会砌这么高的石墙。后来
地主 × × ×到工地转一转，凡是该散工回家的人，都要拉去要去给他砌果园的石墙，而且不给钱，说
‘你们的钱都在工地上’，大家就没有兴趣，说‘学吹火把眼迷了———瞎忙活’，以后就让技术员把线
放好，我们只是照着做，技术员还奇怪我们为什么不再学了。”②士绅们的这些做法，都与工程处试
图使工地管理制度化、文明化的努力背道而驰。
来自区域社会尤其是士绅阶层的破坏性力量，也使得有识之士对“田纳西模式”的呼唤又增添

了新的内容: 保卫工程建设的社会遗产。1946 年，甘肃省建设厅长张心一建议省府改组水利林牧
公司，发表如下意见:

近年甘肃建设仅有萌芽，动静之间即有夭折之患。如今各方面人才多数东返，不但建设无
希望，而社会亦恐倒退。如今之计，亟需以建制维持建设，公司之体制已不适合。……类似机
构在美国实为政府部门，此正我所当效法者。③

张心一所谓建设夭折引发的社会倒退，不可避免地包括类似金塔士绅破坏鸳鸯池水库工地管

理制度的事件。作为“建制维持建设”的实践，甘肃水利林牧公司河西部分改组为水利部河西水利
工程总队，张心一妻弟、著名水利专家黄万里被任命为总队长兼甘肃水利局长。④ 黄万里在 40 年
代最后两年中的一系列艰苦工作，竭力避免了河西走廊水利建设的夭折，但是否阻止了社会倒退则

不得而知。⑤ 毕竟，紧靠少数技术人员勉力支撑的水利工程体系，其留给区域社会的遗产必然是稀
薄脆弱的。

结语

现代水利工程引入中国时，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刚刚开始。尚保留有诸多传统特质的民国社会，
需要对其尚不熟悉的现代水利工程做出反应，并接受工程带来的诸多变化。鸳鸯池水库规划施工
的历史表明，在现代水利工程的建设阶段中，包含政治与社会方面极为丰富的内容。
鸳鸯池水库规划阶段，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获得拨款。民国时期，酒泉—金塔传统绿洲社会

受资源与环境条件制约爆发灌溉危机，官员民众一致选择以兴建现代水利工程作为解决之道。但
在最终的规划文本以及宣示口径中，展现出的是地方社会对当时国家战略的主动契合，工程由此顺

利上马。现代水利工程投资巨大，在争取建设机会的有关政治运作中，区域社会必须充分借助“时
势”的力量，方可成为争取现代水利工程落地的有力话语。
鸳鸯池水库施工阶段，民工征调成为无法回避的核心问题。受制于工业化水平，民国时期的现

代水利工程纵然设计理念与运营效果不亚于欧美，但施工阶段中彼用机械、我用人工，工程建设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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佚名:《酒泉地区敌伪人员资料》第 3 册，酒泉市档案馆资料室藏，1950 年油印本，第 15 页。
此据吴万仓访谈资料。吴万仓，1929 年生，金塔县西坝镇人，农民，曾作为石工参加鸳鸯池水库导水墙建设。访谈时间:

2019 年 6 月 6 日; 访谈人: 张景平。
《改组甘肃水利林牧公司建议书》( 1946 年 1 月 5 日) ，甘肃省档案馆藏，甘肃省建设厅档案，4 /4012。
《河西水利工程总队关于黄万里业已出任总队队长给金塔县政府的代电》，张景平等主编:《河西走廊水利史文献类编·

讨赖河卷》上册，第 421 页。
参见赵诚《长河孤旅: 黄万里九十年人生沧桑》，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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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以传统的方式和区域中的多数民众发生关系。民国时期现代水利工程的施工中往往依赖传统的
社会动员机制进行，这与 1949 年后群众性水利建设中采取新型社会动员机制形成很大区别。传统
水利活动中的某些组织资源被沿用改造，使现代工程建设在前现代方式推动下得以完成，鸳鸯池水

库建设可视为民国时期现代水利工程建设的典型案例。
在鸳鸯池水库的建设过程中，工程技术人员在水库设计施工过程中的一系列努力，给区域社会

留下远超工程效益的丰厚遗产。但这并非由于某种政治理念或社会理论的驱策，而是现代工程建
设中为保证建设目标的达成，往往同时以制度创新或改良为核心开展“软件”建设，其成果往往扩
散至更广泛的社会领域。① 面对这些建设中留下的遗产，地方官员更多地视其为某种精神感召以
及对现有体制的补苴罅漏，一线工程技术人则看到了既有体制与日后大规模工程建设的不相符合

之处，希望建立一种崭新的工程行政体系并保卫治理成果。现代工程中的政治和技术关系并无一
种先验的最优设定，需要在长期实践中不断进行探索。
工程技术人员的介入，使得政府官员与社会力量的互动中增添了第三方要素，现代水利工程建

设对区域社会演化的影响机制由此变得日益复杂。考察工程技术人员在其间发挥的作用，不只在
于对政府或社会意志的顺应违忤，其思想行动受现代工程内在逻辑的影响同样值得重视。
现代水利工程的规划与施工有着明确而现实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各种政治话语都可

以被借用，而看似落后的传统也可激发出活力，故工程建设所可能调动的资源、借助的力量、运用的
手段、产生的影响都不可事先规制。近年来，由于水利史研究聚焦基层社会的趋势，以致有声音呼
吁要重新找回水利史中的“国家”。② 事实上，水利史研究中的国家层面从未缺席，只是在问题意识
方面，其对国家权力运用机制的强调与“水利社会史”研究中对揭示社会自主运转机制的重视缺乏
融通之处。民国时期现代水利工程背后往往都有国家的身影，但在建设过程中又需要社会的配合。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国家”与“社会”有机结合在一起，既不至夸大“技术官僚”自上而下的社会形
塑能力，也不会片面强调区域社会的自组织能力。现代水利工程自带的刚性技术指标背后，往往隐
藏着国家与社会之间诸多细致而深刻的互动历程。

( 责任编辑: 葛夫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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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早明确指出新治理要素内在于现代工程的是研究近代上海市政问题的海外学者。参见小浜正子著，葛涛译《近代上海
的公共性与国家》，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年版; 安克强著，张培德等译《1927—1937 年的上海: 市政权、地方性和现代化》，上海古籍
出版社 2004 年版。

Ling Zhang，The Ｒiver，the Plain，and the State: An Environmental Drama in Northern Song China，1048 － 1128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6) ，pp. 280 －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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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 Qiubai and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for “Hegemony”: A Ｒevolutionary Journey of the
Hegemony Concept in China ( 1923 －1927) Li Fangchun( 4)…………………………………

The CPC's Strategic Decision and the South Expedition of the No. 359 Brigade of the Eighth Ｒoute
Army Huang Zhenglin( 19)………………………………………………………………………
After the Japanese launched the Operation Ichi-go in April 1944，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adopted the South

Strategy，aiming to establish an Anti-Japanese Base in the border area between Hunan and Guangdong． If successful，it
would link the CPC's base areas in northern，central and southern China together． To set this strategy in motion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ordered the No. 359 Brigade of the No. 120 Division to go on an expedition to the south． The task of the
No. 359 Brigade was two-pronged: first，it was expected to escort CPC cadres to the No. 5 Division of the New Fourth Army
at the border area between Hubei and Henan; and second，it was tasked to establish a base area along the borders between
Hunan and Guangdong． When the No. 359 Brigade finally arrived at the border area between Hunan and Guangdong，
however，the Japanese had announced its surrender． So the task to establish an anti-Japanese base area there became out of
the question． To pressurize the KMT to carry on with the peace negotiation in Chongqing，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decided to voluntarily withdraw its troops from Guangdong，Henan and all the other provinces in between． This was a
testament to the flexible strategic decisions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around the time of the victory of the Ｒesistance
War，who timely adjusted its strategy according to changes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ituations． When the South
Strategy became unfeasible，it shifted its strategic focus to China's Northeast，a move that turned out to be a success．

In Pursuit of Taxation Equity for the Peasants: Patriotic Grain Collection in the Shandong Anti-
Japanese Base Area Zhou Zuwen( 34)……………………………………………………………

Big Farmers vs Small Farmers: Debate on the Optimal Scale of Agriculture in the Late Qing and
the Ｒepublic of China Li Jinzheng( 51)…………………………………………………………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of collision and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in the modern era，the Chinese

society in general and the Chinese academia in particular consistently engaged in the debate on the optimal scale of Chinese
agriculture during the late Qing and the Ｒepublic of China． The debate witnessed a transition from the dichotomy of big
farmer vs small farmer to the juxtaposition of large-scale farming and subsistence farming． Debate on the pros and cons of
large-scale farming and subsistence farming was especially heated． Specifically，people at the time were increasingly
concerned about the prospect of subsistence farming． In contrast，most people viewed large-scale farming as the only way
forward． To realize large-scale farming，some people initially put their hope in commercial farms while others soon believed
that cooperatives would carry the day． Some advocated large-scale farming，but they viewed the American-style ranch and
the Soviet Collectivized Farm model with reservation． As a matter of fact，large-scale farming was a nonstarter in China at
the time and the very dominance of subsistence farming largely persisted． Due to this reality，some people came to believe
that subsistence farming still had its merits and then oppose the introduction of large-scale farming． This debate mirrors the
complexities surrounding the Chinese perceptions on the optimal scal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t the time．

Irrigation Projects，Politics and Local Society: A Case Study on the Yuanyangchi Ｒeservoir in the
Period of the Ｒepublic of China Zhang Jingping( 67)…………………………………………
Built in 1947 in Jinta County of Gansu Province，Yuanyangchi Ｒeservoir was the first modern earth-dammed reservoir

in China． Yuanyangchi Ｒeservoir was originally built to cope with the local crisis triggered by irrigation-related disputes．
However，the political process that endorsed this project was full of setbacks． Proponents of this project finally won the day
by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government's Northwest Policy and Chinese authorities' preoccupation with“maintaining solidarity
with the rear base”during the Ｒesistance War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During the building of the reservoir，local
gentries used their local influences to actively engaged in social mobilization efforts，mirroring the transition of organizing
Chinese irrigation projects from a traditional mode to a modern one． Dur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project，technici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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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nt extra miles to put in place consultative mechanisms for stakeholders from the river basin and modernize the
management of construction sites． Such efforts left behind some profound legacies beyond the benefits of irrigation and
played a delicate role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local society．

The Politics of Flood Control : The Dispute over“Diverting Water from the Yellow Ｒiver into the
Huai Ｒiver”in 1930s Li Fagen( 81)……………………………………………………………

The Tragedy of Conventionalists: MacMurray and the Ｒise and Fall of The Washington System
Ma Jianbiao and Liu Chang( 96)…………………………………………………………………

After the outbreak of World War I，President Woodrow Wilson advocated the principle of“open diplomacy”，which
later merged with the tradition of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s and resulted in a new“Conventionalism”that aimed to replace
the“old international order”． The Harding Government continued to pursue this policy after its succession to the Wilson
Administration． MacMurray，a disciple of President Wilson，became an important practitioner of“Conventionalism”． In
1921，MacMurray served as the Chief of the Division of Far Eastern Affairs of the State Department． He was one of the
architects of the“Washington Plan”，which was indeed an implementation of“Conventionalism”in Asia． The resultant
Washington System upheld the principles of“open diplomacy”and“concert of powers”in an attempt to restrain Japan's
aggressive expansion in East Asia． However，Chinese anti-imperialist movement，with its determination to abolish unequal
treaties，strongly shook the Washington System and forced the U． S． government to abandon the principle of“concert of
powers”． As a disciple of“Conventionalism”，MacMurray，who had become Minister to China at that time，came into
sharp conflict with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According to MacMurray，it was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who spearheaded the
betrayal of“Conventionalism”and indirectly contributed to the rise of Japanese militarism，which ultimately led to the loss
of peace in East Asia． The failure of MacMurray was nothing but a“tragedy”for U． S． modern foreign policy． And the root
cause of his failure wa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had always tried to evaluate and transform East Asia according to its own
criteria．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Washington System was essentially a process in which the U． S． government forcibly
exported its domestic laws and values to East Asia，revealing the“legal imperialism”tendency of the United States．

Duke Yansheng Mansion and the History of Amending the Ｒegulation on Consecrating Confucius
( Chongsheng dianli) Li Xianming( 116)…………………………………………………………

The Formation of Chinese Marxist Historiography and the Debate on Social History
Zhang Yue( 130)……………………………………………………………………………………

Guo Moruo and others first attempted to apply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o the holistic research of Chinese history．
Historiography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China first took shape when Dushu magazine initiated the debate on Chinese
social history． Study on Ancient Chinese Society authored by Guo Moruo and the debate on Chinese social history initiated by
Dushu magazine followed two different approaches: the former centered on the“why”question and the latter attempted to
study social history through exploring the nature of the Chinese society． Guo based his arguments on the unearthed
archaeological findings and tried to ascertain the appropriate boundaries of materialism． In contrast，participants in the
Chinese social history debate explored the logic behind history based on their analysis on the nature of the Chinese society．
Both represented the conscientious efforts to examine th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history and the nature of the Chinese
society at different historical stages through the len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e debate on Chinese social history stemmed
from concerns for concrete issues on the ground，but it was manifested in the approach of“embedding historical materials
into theories”． Such an approach was incongruent with the academicism tradition in history study which concentrated on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advocated“seeking truth” in historiography． It was no wonder that it was not recognized by
mainstream historians for quite a while．

An Investigation of Cai E's Premature Death in Japan Zeng Yeying( 143)………………………

Between the Public and the Private: Zhu Jiahua and Hehe Primary School
Wang Longfei( 151)………………………………………………………………………………

English abstracts translated by Jia Yajuan


